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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家”与“社会”可以说是在相互划清边界的过程中彼此赋予发展动力而产生与形成的。政

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则形塑社会结构、影响社会

秩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范式在被引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后，迅速成为城

市基层研究的主流，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路

径；但也日益陷入一种同质生产、难以取得理论突破的境地。为克服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内在张力，我们需要在

研究中反思城市基层的“社会”如何实体化操作、其多层复合属性以及内部的多样性和不一致性，“国家”的实

体化操作问题及其角色的多维性，以及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反

思“国家与社会”范式作为特定的“知识生产”成果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知识社会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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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便一直占据着学界的核心位置。它不仅

成为各社会科学门类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问题意识”，也成为解释这一变迁过程最重要和最具影响

力的理论范式。政治社会学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研究亦是如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与社会在城

市基层这一场域中彼此相遇且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入互动，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李友梅，2002；桂
勇，2007；王汉生、吴莹，2011）。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研究。这些研究要么通过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来讨论城市基层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轨迹（彭勃，2006）；

要么通过城市基层场域中特定问题的分析来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时特征与未来走向（赵秀梅，2008；
耿曙、胡玉松，2011）。时至今日，这仍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丰产领域”；但此类研究也日益陷入一种同

质生产、难以取得理论突破的境地。本文尝试对此困境进行回应。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梳理“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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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理论内涵及其被引入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背景；然后对当代中国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关

研究进行述评，进而分析其理论困惑与可能的突破路径；最后，本文还将对“国家与社会”范式作为特定“知

识生产”成果所具有的知识社会学属性进行反思。

一

“国家与社会”可谓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范式，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经久不衰的研究主

题。该理论范式的产生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哲学渊源，但其理论主旨在乎对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的关怀

这一点却是明确无疑的。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群体化的生活方式，国家的出现要远远晚于如家庭、村落，乃至西方历史上的早期

城邦等初级组织形态。“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

为何物的社会。”（马克思，1995b：174）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生存于某种可称为“自然状态”的秩序之下。

自由主义先驱约翰·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

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健

康、自由或财产。”（Locke，1960；塞利格曼，2002）即理性或者说自然法构成了人类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社会

秩序的重要来源。与洛克不同，霍布斯则认为，在人人都按照自己本性而生活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

要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自然权利”要求无限自由；而“自然法”则强调约束。两者间的矛盾不

可避免地导致“自然状态”陷入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要避免这种情况，须通过契约把大

家的权利交给国家，把大家的意志变成一个意志。也就是说，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注定是混乱无序的，

也难以达成秩序整合。事实上，洛克也承认“自然状态”下的秩序整合存在缺陷：“第一是缺少一种确定的、

众所周知的法律；第二是缺少一个按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争端的公允的裁判者；第三是缺少权力来支持

正确的判决。”（邓正来，2002）因此，洛克也认为社会成员通过契约自愿将一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在所

难免。两人的区别仅在于：洛克认为国家只是社会成员为弥补“自然状态”缺陷而通过契约让渡权利的结

果，因此国家不能也不应该辜负社会成员的信托，一旦国家违背了契约，社会成员可以推翻其统治和恢复

让渡的自然权利；霍布斯则视国家为力大无穷的海兽“利维坦”，认为社会成员必须将其所有的权利与力量

均交与国家并绝对服从。这也基本奠定了此后“社会先于国家”和“国家高于社会”两种对国家与社会关系

不同理论认识的思想渊源。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社会”的古典哲学内涵可以追溯到

“自然状态”说；而作为社会学、政治学的“社会”概念，则更多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是由

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各个人

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

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

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1995a：345）尽管如此，“社会”的内涵仍然并不十分确定；

而其外延更是被不同学者根据其研究意图进行了各取所需、五花八门的界定。概括起来说，“社会”所

指涉的范围大致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社会是一切人类现象的总和；二是认为社会是国家

范围之外的非政治领域；三是认为社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并列的一个领域。”（刘安，2010）现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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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和社会学更多地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社会”。这种用法已然预设了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将两者

置于对立的结构空间。

事实上，从思想脉络而言，“国家”与“社会”两者可以说是在相互划清边界、相互独立的过程中彼此赋

予发展动力而产生与形成的。奠定当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最为重要的学者当属黑格尔、马克斯·韦伯

和卡尔·马克思。这其中，黑格尔被公认为首先在学术意义上区分了国家与社会的概念。黑格尔（1961：
253）视国家为以普遍利益为目的的“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国家是

个体权力让渡的结果，是“理性的和首要的机构”和人类精神伦理生活必要和不可缺少的调解。而市民社

会只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建立在成员追求和发展私利的基础之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导

致普遍的冲突和精神的堕落。市民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还导致了它与国家关系的矛盾和紧张，黑格尔认

为只有国家及其官僚机构能够调和这一矛盾。韦伯则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

（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韦伯，1998：55）。他尤其关注国家官僚制度本身以及在权力

体系中占有有利地位的群体，并将此二者视为是理解国家最重要的组织维度和权力维度。韦伯也认为社

会内部潜伏着深层的内在威胁，其秩序随时面临着挑战。但他并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国家是解决上述问

题的有效机制。正如奥罗姆（2006：46）所总结的，韦伯觉得社会失序的威胁一方面来自于现代社会对于

“理性化”的过分强调；另外一方面恰恰来自于现代国家本身的官僚特质。在这一问题上，韦伯是悲观的。

他不仅没有提出解决之道，还预言人类社会无法逃脱“钢屋”的宿命。

至于马克思，他虽然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国家与社会的概念。但他与黑格尔在对待和认识二者关系

这一问题上却截然不同。首先，马克思显然不认同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国家观，不同意仅停留在社会意识

层面理解国家。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并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赋予了“国家”完全不同的内涵。“对马克思来

说，国家的存在是假定社会的划分为前提的，事实上国家起源于私有财产和社会阶级的发展，而不是在利

益一致时调解这些矛盾。”（福克思，2008：10）作为上层建筑，国家从来就不是独立自主发展的，而是由经

济基础所决定。马克思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源自于私有财产出现以及人类社会的等级化。而到了资

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出现更强化了这一点。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控制国家这一强制性的权

力机构，达到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的政治后果。因此，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生

活的最高形式，而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地位以及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

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1995a：274）其次，马克思的社会中心观与黑格尔

的国家本位主义截然对立。黑格尔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而这种普遍利益又包含着特

殊的利益”（黑格尔，1961：269），因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意味着，市民社会要服从于国家的

统治权。显然，在黑格尔的知识图谱中是国家决定社会，而不是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的理论则是以社

会为中心的，他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

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

1995b：196）马克思认为虽然市民社会孕育了国家；但私有制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

分化却使得国家具有一种专制性，并沦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显然马克思也意识到

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但他并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国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因素。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国家机器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它不可能做出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决策。因此，必须强化和

巩固社会以限制和控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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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家与社会”范式在政治社会学当中成为主流与如下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社会政治秩序整合基

础由“文化”向“结构”的转变。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政治秩序需要依靠强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文

化”来进行维持。欧洲中世纪的教权统治和中国封建时期的皇权天授莫不是如此。借用韦伯的概念来说，

基于“文化”的社会政治秩序，其权威类型属于“卡里斯玛权威”或“传统权威”。然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

后，社会政治秩序的达成方式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奥罗姆（2006：46）曾经对韦伯的这一思想做如下概括：

“现代社会涉及一个选择，这便是选择由一个‘核心领袖集团’所主导的领袖民主，还是选择无领袖的民主，

即由没有天职观念的职业政客来统治，由没有卡里斯玛特质的个人来实施领导。取而代之的是法治，公民

必须遵守法律，或者说违法会受到惩罚。”韦伯也因此将这种达成政治秩序的权威基础称为是“法理权

威”。张静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结构”转向。“这种变化的总体方向是，它越来越依靠‘结

构’而非‘文化’来维持，换句话说，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础是结构关系。”“‘结构’秩序的观念认为，政治权威

和社会相互联系，它们互相给予承认、支持、同意及合法性，由此构成了秩序，这就将政治的合理性从传统

或文化的规定转移到行动者的权利方面。从‘文化’秩序向‘结构’秩序取向的转变，影响了当代政治社会

学的提问方法，也影响了学者对冲突和秩序来源的看法。”（张静，1998a：1-3）在明确了现代社会政治秩序

的来源与基础是某种“结构”之后，政治社会学的一般理论进而将基层民众（社会）和权威当局（国家）的制

度化联系视为是保持社会整合与政治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因此成为政治社会学的一

个重要的理论分析范式。导致“国家与社会”范式主流化的另一因素是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控制乃至

侵吞日益严重。按照吉登斯（1998：2）的说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历程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格局经

历重大历史变动，转变为国家—社会糅合的民族—国家格局。这一过程历史地体现为从传统国家（城邦、

封建国家、继嗣帝国、中央化官僚帝国）时代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历程。并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历

程历史表现为社区和人的生活逐步被“国家化”。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工业化所联结的

“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增长，使得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当中。如果说霍布斯“个人绝对服从国

家权力”和黑格尔“国家是最高理性”尚属于哲学思辨范畴的抽象规范的话，那么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则在

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两人的思想。原本是为了达成秩序而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的国家，如今恰恰成为

了威胁社会秩序的“利维坦”。因此要通过重塑国家与社会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抵抗国家、保卫社会、

捍卫秩序。另外，国家对社会的不断渗透、控制乃至侵吞，不仅推动了“国家与社会”范式在政治社会学中

的主流化；还导致了若干与此范式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理论的出现或复兴，并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科

学的理论话语，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正如邓正来所说，“驱动市民社会理念于当下复兴的一个较为深

久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初显并于二十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

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邓正来，2002：
3）。这些概念、理论亦在此后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研究诸领域。

“中国研究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决定了在这一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中国一开始必然是以‘他者’

的面貌出现的。”（周晓虹，2010）“他者”，不仅意味着中国作为“客体”的研究地位；也意味着对中国的研究

深受西方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与理论范式的影响。此为“国家与社会”范式被引入当代中国研究不可忽视的

学术背景。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关注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研究学者的全部理论兴趣；而直至今天，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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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诠释仍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议题。

二战结束之后，“极权主义”理论成为西方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主流诠释模式。该理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特征是国家高度控制了私人和社会生活的每

一个方面，在政治权力系统之外，个人和和团体都没有决策的自由和权力，甚至国家之外就不可能存在独

立的团体；个体的原子化以及社会的无组织化使得社会不具备任何表达利益诉求和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

能力。“西方学者主要通过‘极权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解释政治制度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强力控制、意识形

态如何影响了这一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变迁以及该体制获取社会成员的配合以实现系统目标等。”

（Halpern，1993）“极权主义”理论的盛行与诸多因素有关，但如下两个原因不可忽视：一是西方学者、尤其

是美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早期关注深受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二是这一时期西方学者缺乏进

入中国开展经验研究的机会，大量经验材料的获得主要依靠的是官方公布的资料、报纸杂志以及海外移民

的访谈等。这难免导致研究与现实之间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框架从不缺少批评者。魏昂德（Walder，
1985）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极权主义模式从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就是错误的，它不适用于描述社会主义社会任

何阶段里的社会关系。此外，“极权主义”理论还不能说明意识形态取向与政治经济权力的相互作用方式，

也难以解释在中国基层社会当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正式及非正式的关系组织在传输基层利益和

整合基层社会当中起到了何种、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明显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中国

内部而言，是其自身历史进程呈现出诸多“极权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如国家权力并非高度集中、

高层政治冲突一直存在；社会也并非完全被国家权力宰制，基层社会中抵抗国家管辖的冲突从未中断。而

从西方学界自身而言，则是因为一场批判传统政治学过于关注形式的制度研究、关心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所

谓“行为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抛弃了政治的人性基础、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等宏大主题。“中国

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也将注意力从此前一般的、正式的政治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分析转向了特殊的、非正式的

政治规则和利益群体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对派性政治和非正式政治团体的研究。”（焦长权，2014）相较于

“极权主义”，基于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理论”（Skilling，1983）在这一时期更为流行。该理论模式认为社

会中广泛分布和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构成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来源；国家只是上述过

程的背景，并不发挥主导性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自我变革为海外中国研究注入了新动力。这一时期开始，不仅西方学者拥有了

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验研究的机会；而且还有大量中国学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从而碰撞产生出纷繁复杂

的思想论争，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海内外的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判断，开始出现了显著分化。第一，有学者认为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社

会也似乎看上去获得了部分自主空间。但这并未改变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秩序结构。国家权力的后退

不仅是有选择的，而且也是有限的，其目的是为了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第二，有学

者认为改革后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国家的强力控制有所弱化，行政权力在经济和社会领

域均有不同程度的退出；与此同时，非国家的社会空间获得了发展的机会，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之以前有了

明显提高。据此，他们认为中国市民社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可以预见未来一个强大市民社会的必

然发展趋向。第三，有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改革尽管动摇了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邹谠，1994）秩

序结构，但并没有导致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或者说“公共领域”的产生。他们认为，与“市民社会”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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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强调社会对国家的对抗不同，改革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某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此种关系的

重要特征是在国家的认可与主导下，社会的利益表达与政策参与渠道得以构建并制度化。因此，“法团主

义”（Unger & Chan，1995）是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更为贴切的理论框架。第四，还有学者则认为，

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并非简单的孰强孰弱所能够解释清楚。在这里，“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

而社会亦被国家所改造”（赵文词，1999：47）。从未来着眼，“通过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增权，进

而实现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并构建能促型的国家，是中国最佳选择”（顾昕，2004）。

三

在海内外学者关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诸多研究中，城市基层治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论

域。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政治社会学基本理论而言，城市基层是国家与社会发生直接互动的

重要场域。国家通过治理过程将行政权力下沉到基层社会，完成政治整合；而社会则籍此表达利益诉求或

是谋求自我服务。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就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互动、博弈、竞争和协作的过程，是国家

与社会关系不断调节的过程。其次，从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而言，“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

体制转型的加快，许多人（包括学者、政府管理部门和市民）几乎都开始议论‘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而提

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李友梅，2007）。这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何种变化以及应该如何变化又是

最为重要和最为关键的问题。

目前学界一致认为，建国后中国城市社会逐渐建立和形成了以“单位制”为主，街（道）居（委会）制为辅

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由于这一时期大多数城市居民事实上生活在各种“单位”组织之中，街道和居委会

只管理少量无单位的社会成员；因此，“单位制”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单

位组织的出现与我国当时再分配体制的形成密切相关。就其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统治的形式和工具”

（李路路、李汉林，2000：8），是“将命令权力和财产权力结合起来的国家统治的一种组织化工具或手段”，甚

至“其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统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李路路，2002）。华尔德（1996：95、137、183）将单位

组织的内部特征概括为：党政合一制度、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和上下间施恩回报关系（patron-clientties）
的体制。也有学者强调政治觉悟、思想品德等作为单位组织中资源分配原则的重要性，并因此将单位组织

称为是“德治性再分配体系内的制度化组织”（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作为国家正式体制的组成部分，

单位组织兼具有经济和政治功能，对维持社会秩序负有责任。“这促进了‘单位政治’的发展，使得单位成为

一个充满类似于公共领域中各类政治活动的场所。”（张静，1998b：184）单位制就是以单位组织为基础形成

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制度结构。“这个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

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因此，单位体制下“所有基层单位都表现

为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整个社会的运转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路风，1989）。同时，单位制也是一种

“由单位这一实体所构成的社会调控体系”，其特征表现为：“单位被政党和行政力量分割成若干个平行林

立、呈‘伞状结构’的调控领域，并依靠这种伞状结构中的等级体制，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政策自上而

下的贯通”（刘建军，2000：48）。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单元，单位是国家的代理人，体现后者的意

志与利益；同时在资源垄断的前提下，社会成员只能通过单位渠道获得所需资源，这又导致了他们对单位

的高度依附。可以说，“国家—单位—社会（单位）成员”这一链条中自上而下的双重控制与自下而上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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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依附是以单位制为核心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所面临的特殊

历史背景而言，集权性的单位体制无疑有助于国家控制和调配社会资源，从而达到政治动员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目的；但这一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客观上也确实导致了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导致了社会自主性的完

全丧失、甚至可以说被国家同构。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启动，城市基层社会空间中的单位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北京一家印

刷企业的实证研究，杨美惠（Yang，1989）发现单位不仅具有了独立于国家的利益诉求与满足渠道；同时单位

成员的个体权利意识也日益显现，开始与单位讨价还价。由于单位日益独立于国家、个人日益独立于单位，

“国家—单位—社会（单位）成员”的双重依附与双重控制关系逐渐弱化、趋于消解。传统单位制（尤其是在工

业企业领域中）出现如下显著变化，“如从外部化控制到内部化控制、从国家资源的社会化占有到单位化占

有、从对国家的依赖到对单位的依赖，从而出现了向‘新单位制’演变的趋势”（刘平、王汉生、张笑会，2008）。
随着单位组织在基层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秩序整合功能日益弱化，“社区制”（华伟，2000）成为了变革我

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选择。这一变迁过程意味着城市基层空间中街居制向“三层多元结构”的拓

展，即“一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注重行政管理重心下移；二是‘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新体制注重

理顺综合管理与专业的功能职责；三是‘政事分离、政社分离’新举措注重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会组

织”（徐中振、李友梅等，2003：48）。然而有意思的是，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这一重要变

革及其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学术界却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派：

其中一派学者强调城市基层空间中社会、市场等非国家力量的兴起。他们普遍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尤

其是住房产权私有化激发了城市居民的权利意识，并使其具有了自我组织和参与社区管理的动力。如李

骏（2009）发现在新型商品房小区，住房产权对政治积极性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且居民个体内在的政治积极

性在社区层次上和地方层次上具有紧密一致性。在这一派学者看来，随着房屋产权制度改革而出现的居

民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具备了公民社会的初步特征，是“住宅社区的公共领域”（夏建中，2003）。同

时出现在社区的市场化服务组织——物业公司，亦在运作中“摆脱国家一元控制和全权性操纵的局面，发

展成为一个具有市民社会性质的新公共空间”（张磊、刘丽敏，2005）。此外，敬义嘉和刘春荣（2007）发现，

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居委会直选实现了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从而激发社

区认同、促进公众参与、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因此，社区制的实施预示着

“公民社会在草根社区中崛起”（王颖，2006）。另一派学者则强调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国家

行政权力的延续与重构。通过社区建设，政府试图理顺街居管理体制中条块关系，健全和完善基层行政管

理组织构架；同时国家权力得以向基层社会渗透，从而实现自身合法性与权威重建。如彭勃从基本空间形

态的角度判断中国城市基层体制变革中“国家的努力目标是重新回到社会，占领社会空间的领导地位”（彭

勃，2006）。Read（2000）认为，新体制下的居民委员会仍然被设计成为城市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个人联结通

道；它利用社区社会关系来替国家完成各种任务，同时也帮助居民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而现实中有为数不

少的业主自治组织、如业主委员会，其“成立和运作过程中都能看到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它们往往与国家具

有某种联系）以及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广泛影响……这稀释了业主利益的表达并将其参与转移进小心设计

和可控的管道之内”（Read，2003）。也就是说，在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家深嵌入市场、社会的

利益关系重构过程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社区亦只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

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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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共同体”（杨敏，2007）。变化的只是国家在基层社会的角色、行动轨迹和行动策略。正如王汉生和吴莹

（2011）所言，以商品房小区这样的新型城市基层空间为基础生成的“社会”并非“国家”的对立物，而是浸透

着国家的身影和力量，尽管它们时而“看得见”，时而“看不见”。此外，还有一派学者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

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理论视角来透视当代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

政权建设与社会自主性发育相结合的过程，只强调其中的一个面向是不够的。如徐中振和徐珂（2004）通

过对上海社区建设实践的考察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空间中同时并存着“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

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新的体制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

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朱健刚（1997）认为通过“社区

行政建设”和权力的组织网络从一叠走向三叠，“一方面城市基层的国家力量增强，行政力度加大，另一方

面社会组织网络也在政府扶持下不断扩展，这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自治空间的生长”。可以说，城市基层的

权力格局中“传统体制下行政‘命令式’的单向服从的关系模式正在向‘协商式’的双向服从的关系方向转

变”（李友梅，2002），新的体制背后体现了“目前城市基层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是断裂的，也不是嵌入

式的，而是呈现一种‘粘连’状态”（桂勇，2007）。

四

综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近年来就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丰富且

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的特征与走向；而且对“国家与社

会”这样的西方理论范式进行了基于中国经验的阐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研究正日益呈现出研究理路上的趋同性，在西方范式的移用之外越来越难以取得理论突破。

究其原因，是对以下问题缺乏足够的理论反思。

第一，城市基层空间中“社会”的实体化。从概念内涵上来说，在前国家阶段，社会是人类生活的“自然

状态”；国家产生之后，社会则指的是国家范围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然而具体到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

系时，研究者必须将“社会”这一概念进行一种类似于变量操作化的处理——即要在城市基层场域中找到

特定的实体化对象来进行研究。由于“社会”这一概念外延的复杂性，所以在具体研究中，论者往往根据各

自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将“社会”处理为业主委员会、民间组织、社会运动、NGO、邻里关系等。从

研究的操作性角度而言，这样的处理无可厚非。然而打一个比方来说，“社会”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洋葱。当

我们一片一片地拨开一个洋葱时，它并没有某个独特的内核或者说核心要素。上述“社会”在城市基层的

实体化对象即是被拨下来的一片洋葱。我们既不能说它不是社会；也不能说它就是社会。所以论者在进

行此类研究时应当时刻保持这样的警惕：即使在经验层面只能通过有限外延来处理一个复杂的概念；仍要

保证概念内涵在理论层面的一贯性，保证论题在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可通约性。如此说来，准确无误地在城

市基层实体化“社会”是不可能的。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思路。一是尽量对“社会”在城市基层场域中的实

体化外延开展系统研究，也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洋葱片。当然，考虑到社会外延的复杂性，类型化处理应

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二是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抽象从“社会”的外延回归其内涵展开分析。

第二，城市基层空间中“社会”的多层复合属性。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社会”既可以被视为是包含政

治、经济、文化亚系统在内的复杂体系；也可以被视为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平行的系统结构。这往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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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研究主题的适用与理论视角的选择。现有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忽视了“社会”的多层复合属性。多

数研究主要聚焦作为非政治空间的社会范畴，也就是基本可视同为市民社会的社会范畴。然而即便就是

市民社会，也并非与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互斥和不兼容。事实上，“仅把市民社会等同于不受国家督导的自

主性社团的存在——都是无法恰当地处理市民社会这一历史概念的”（泰勒，2002：22-23），市民社会的基本

特征应当包括：“第一，它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且独立于国家。第二，它构成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

权利的基础。第三，市民社会是许多自主的经济单位或商业公司的集合体，这些单位与公司的行动独立于

国家，并相互竞争”（希尔斯，2002：36）。这样说来，在城市基层空间中忽视经济因素和市场机制对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种种影响显然偏离了市民社会的理论初衷。故此，我们应当在研究中充分体现“社会”的多层

复合属性，充分考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对国家与社会各自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两者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

第三，城市基层空间中“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和不一致性。现有关于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处理“社会”的另外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将其视为是一个整体，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事

实上，具体研究中不仅实体化“社会”要冒一定的理论风险；在根本上还面临着社会并非整体的巨大理论障

碍。以被诸多研究者视为是市民社会先声与希望的社区业主委员会为例，石发勇（2013：175-221）的经验

研究表明：除了提供正式参与渠道、促进基层治理、促使社区权力由一元集权向多元分散发展等表征“社

会”成长和制约国家的功能之外；包括业主委员会、其它社区权力机构在内的市民组织同样存在派系政治，

存在以权谋私、寡头统治、派系斗争等权力分化现象。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场域中的“社会”不应该被理

所当然地视为一个整体；其内部亚系统复杂的多样性与不一致性，不仅会影响“社会”自身的结构特征，还

会影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行动者”视角或许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案。这一研究视角抛弃宏观

意义上的整体化“社会”观念，视城市基层空间中各组织主体为特定场域的积极行动者，并在此基础上考察

其互动关系与空间特征。对“社会”内部多样性和不一致性的把握显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城市基层国家与

社会关系成因的理解。

第四，城市基层空间中“国家”的实体化。与“社会”一样，讨论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关系同样面临着

“国家”的实体化操作问题。就前文综述来看，现有研究大多是将“国家”操作化为政府或是基层政府进行

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实则成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国家”与政府之间

的某种对应关系；但从其概念内涵来说，将政府视同为国家还是存在着将复杂化约为简单的风险。社会契

约论视国家为社会成员出于秩序整合的目的而让渡权利的结果，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形

成复杂的权力关系。所以，仅仅将“国家”与政府或基层政府对应起来是不够的；而应该将“国家”理解为以

政府或基层政府为核心的、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机制安排。“通过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

与内在逻辑来描绘国家与社会相遇在基层社区最现实生活层面的真实图景。”（李友梅，2003）近年来有研

究者对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社区权力关系与秩序的重构进行了深入关注。如金桥（2010）
通过社区实地研究分析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张虎祥（2005）关注当代城市基层社会权力秩序重构的内在

行动逻辑与机制等。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城市基层的“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第五，城市基层空间中“国家”角色的多维性。无论是从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演变，还是从

当代政治社会学“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学术渊源来说，国家似乎都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两者是非此即彼、

相互争利的关系。这也是“国家与社会”很多时候被书写成“国家 vs.社会”所表达的理论内涵。可以说，国

家强而社会弱，国家向社会渗透、社会反抗国家基本构成了“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当代科学传统中的主要理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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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脉络。因此，多数学者在通过“国家与社会”范式关照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秩序时，也普遍认为是国家强而

社会弱的格局。即使国家有限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还是具备渗透甚至侵吞社会的能力。“利维坦”式的强势

国家已经成为了这一领域的思维定势。然而，尽管不那么明显，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在城市基层场域中“国

家”角色的多维性。这种多维面向体现为：的确很多时候国家是在控制乃至侵吞着社会；但有的时候国家

也会主动退出，赋予社会发育成长的空间；甚至还有的时候国家还会积极主动地通过迂回、妥协等方式寻

求与社会的合作。只有认识到“国家”在基层所扮演的掠夺者、退缩者和合作者等多种角色，才能理解诸如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郭于华，2000）的现象在我国基层社会广泛存在的原因，以及此类现象

又是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态。

第六，城市基层空间中“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在城市基层过于强调“国家 vs.社会”的另外一个后

果是：论者往往将研究聚焦于国家向社会渗透与控制的制度机制以及社会反抗国家的技术策略；而相对忽视

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机制。政治社会学的一般理论认为：“基层民众与权威当局的制度化联系是保

持社会平衡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制度化联系渠道（或机制）由两个相互作用的环节构成：即自

下而上的利益传输和合法性供给与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及利益满足）。它们之间的畅通循环，为社会—政

治秩序的维持奠定了基础。”（景跃进，2004：78）“国家与社会”范式的核心理论关怀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形

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对秩序整合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国家 vs.社会”

的对抗。因此，有必要分析基层社会的利益诉求是如何被自下而上地上传、并通过影响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

而得以实现的；同时，权威当局、即国家又是如何自上而下地满足基层利益诉求并达成秩序整合的。更进一

步，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联结机制至少包括如下理论问题：联系基层社会和行政决策权的制度化渠道是

什么？此种制度化联系渠道的运作机制又是什么？此种制度化联系渠道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形成在何种程

度上发挥着什么作用？深化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对拓宽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五

如上所述，当代中国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面临诸多理论困境。这些困境的产生，一方面是

由于基层空间自身的复杂性，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亦难以揭示其间所有的隐秘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任何社

会科学范式在面对经验现实时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上述理论困境产生的另一方面原因，则源于“国家与社

会”范式作为特定的“知识生产”成果，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知识社会学属性。因此，我们有必

要对该理论范式进行更深入的“纯粹社会学”（腾尼斯语）反思。

首先，“国家与社会”范式既可被视为是经验世界的实体建构，亦可被视为是理论批判的抽象资源。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家与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就有研究者指出，“市民社

会……无疑具有两大可资运用的资源：一是市民社会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实体社会的

资源；另一是市民社会可以作为一种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模式的资源”。“这两种资源，一开始就存

在着深刻的内在紧张。正是对这种内在紧张缺乏足够的知识自觉，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研究中的

种种问题。”（邓正来，1997b：616）然而纵观二十多年来此领域的研究，多数论者似乎仍停留在将国家与社

会关系视为是经验世界的实体建构。其核心旨趣在乎：以基于西方历史发展经验的“国家与社会”范式，关

照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现实进路。他们不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该理论范式作为认识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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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进程的批判性理论资源的价值；更没有意识到应用于中国研究时，该分析框架因实体建构与理论批判

的不同维度而存在的内在紧张。这样的研究尽管不乏其价值；但同时也是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粗暴的、化

约式的处理，割弃了该理论框架中最富生命力和批判性的部分，从而出现“每当无力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实

际关系时，论者们便会直接借助‘国家’、‘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社会互动’等语词来弥补分析的无力”（邓

正来，1997a：610）的现象。如此说来，不仅需要从实体建构的角度考察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更为

重要的是要秉承该理论框架的批判内涵，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现实关照下，对相关理论研究

与知识积累进行反思。“正是深嵌在理论、问题和（特别是不同国家的）学术判断范畴之中的集体性科学无

意识……反思性的主体最终必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华康德，1998：43）
其次，“国家与社会”范式的政治性问题。作为近年来流行的理论范式，“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一直被

视为符合且体现了现代社会科学对于价值自由的根本追求以及不受知识生产领域之外各种要素影响的自

主性特征。这种自主性诉求，尤其强调的是不受政治系统的控制。显然，“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不仅从

理论范式的角度，而且从知识生产的层面迎合了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国家干预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的想象。

这一“双重隐喻”式的价值特征，亦可理解为是“国家与社会”范式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正如前文所论

及的那样：市民社会理念的复兴直至“国家与社会”范式的流行，与国家主义的炽盛以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

渗透、侵吞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国家与社会”范式从一开始便暗含了知识领域的自由主义价值诉求。

这种自由主义立场试图从原初的“自然状态”出发来理解现代的“社会”，认为“社会”理应保持不受国家染指

的自由领地，同时也相信“社会”在无外来干预的前提下足以形成某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这样一来，“‘国家

与社会’范式以自主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名义完成了以自由主义立场批判现实的政治任务”。（强世功，2003：
10）它并没有清除自身作为科学范式的政治性，而是另外一种政治性的理论表述，成为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在

知识领域的代言人。“由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扰，‘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范式差不多变成了伪科学，因

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意识给悄悄地阉割了。”（强世功，2003：17）
再次，“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性问题。无论是从概念形式还是理论逻辑的角度而言，“国家与社会”范式

中的“国家”与“社会”都被建构成相对独立和彼此自主的范畴。换言之，“国家”与“社会”各自的主体性在某

种程度上可谓是“国家与社会”范式成立的前提。从人类政治的历史实践与知识发展的过程来看，尽管“国

家”与“社会”从一开始便是相互影响和建构，但两者各自的主体性却是毋庸质疑的。然而，现代民族—国家

的兴起与发展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利维坦”化。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成为了“国家”干预、渗透甚至是宰制“社

会”的历史；成为了“社会”日益丧失其主体性、沦为政治实践意义上“国家”的“对象化”附庸。毫不夸张地说，

今天很难在经验世界中找到不受“国家”影响的自主“社会”。传统宗族村落、各类社会组织、现代市场网络、

社会自主空间等被学者们视为是“社会”的领域，无一例外地深受国家力量的干预和影响，体现的是国家有意

或无意地治理社会的技术、策略与后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理论范式意义上却看到了另外一幅

光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自生自发之秩序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来源；也为“国家与社会”范式中的“社

会”提供了其主体性的价值基础。政治实践意义上“社会”主体性的缺失导致了知识领域对“国家主义”的无

情批判。批判者们坚持认为“国家”的建立乃是基于自由契约原则，因此它理应成为“社会”的保护者、服务

者，而不是侵入者和掠夺者。如此一来，“国家只是不同利益集团追逐各自利益的舞台与背景”（Oi，1989：2），
或者说被理论家们想象成了“社会”的背影。这不仅解构了“国家”的主体性，甚至有将“国家”变为“社会”附

庸的嫌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提出“将国家带回来”的口号(Peter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 &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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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a Skocpol，1985)，即是对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国家”主体性弱化的理论反思。综上所述，就主体性而言，

“国家”与“社会”在人类政治实践与社会科学范式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发展出截然相反的存在形态。科学范式

往往是经验和理论的综合体，无法在此二者之间做出明确界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国家”与“社会”经由实

践与知识分割产生的主体性问题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内在紧张时刻保持警醒。

最后，“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西方血统与中国应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科学

的发展建立在全面学习和引入西方概念、理论、规范等的基础之上。上述“西化”的过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重

建之初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中国学界很快便意识到了引入的知识和本土的传统之间所存在的

学术张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运动肇始于港台并很快波及大陆地区。然

而，学术移植与本土传统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似乎一直是困扰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难题。“国家与社

会”范式被引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同样具有浓厚的学术移植色彩。研究者往往将该分析框架直接套用到

中国的经验现实，如若两者相符，则直接用西方学者的既有理论观点进行解释；如若两者不符，则将其归因

于社会、文化等本土性因素，且多会以西方理论为理想标准对此进行批判，进而基于西方学术成果对中国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做出规范性设计。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概念的“国家”和“社会”，无论是在知识

还是在实践层面，中国与西方都存在显著的区别。比如说现代民族国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的国家

一般先于政党产生。因而其政党的主要功能在于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但中国的现代国家却是由政党建

立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实现了孙中山“以党建国”的思想，建立了今天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当代中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政党就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

源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范式却并未将此考虑纳入其理论范畴。至于“市民社会”，刘安（2009）曾撰文梳

理和分析了学界对改革后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研究，并进而说明了这一西方学术话语与中国本土经验

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在解释中国时存在的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样说来，西方舶来的“国家与社会”范式到

了中国时的水土不服也就可以理解了。难怪黄宗智直接说到，“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西方近代历史

发展经验中抽象出的一种理想类型，它并不适合中国”（Huang，1993）。行文至此，我们并非意在论证源自

西方的概念理论无法应用于中国；而是要说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对学术移植过程中的知识断裂时刻保持

警惕。这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要从套用西方理论范式走向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的理论建构，及在此

基础上与西方理论范式的平等和理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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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I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ociology
LIU An

Abstract:“State”and“society”can be said to give mutual developmental impetus while draw the
border each other. The coexistence of political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s a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state, and social structure, just like social order, is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As a class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of“state and society”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research on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fter its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A lot of research findings are produced, which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of so⁃
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Meanwhile, these studies increasingly become homoge⁃
neous and are difficult to make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nherent tension of
the frame of“state and society”,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in our studies: how to substanti⁃
ate“society”in urban grassroots, multi-layer composite of“society”and its internal diversity and incon⁃
sistency, how to substantiate“state”and its multidimensional role- playing, and the joint mechanism of

“state”and“society”in urban grassroots. Furthermore, we need to reflec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oci⁃
ology of knowledge on politic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aradigm which is the prod⁃
uct of specific knowledge produc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tudies; state and society; urban grass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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